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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主义”：反思汉学的知识合法性

周 宁

《东方学》提出的问题，是汉学无法回避的。汉学究竟是一种真理形式或科学，

或者，只是一种叙事，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叙事？反思汉学的知识合法性

问题，有可能发现近年来随着“汉学热”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殖民化动向。

一

汉学表示学科，“汉学主义”则表明该学科的意识形态或话语特征，表明

其知识包含着虚构、协调着权力，类似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广义的西方

汉学，最初很难说是科学或学科，它指西方拥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甚至

可以追溯到蒙元世纪旅行者的著作。欧洲的中国知识，或想象，有三种来源：商

人水手的传闻、官方使节的报告、传教士的书简。商人水手的传闻大多难以置信，

官方使节的报告不仅稀少而且片面，只有传教士的书简似乎还可靠一些，为西

方汉学奠定了基础。广义的西方汉学作为一种“知识”，从来没有摆脱异想天开

与异国情调的“想象”，传教士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神学研究，而恰恰就是这

些“索引派”著作，奠定了西方汉学的基础。

追索汉学的学术谱系，西方汉学从一开始就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它其

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汉学包容在汉学主义中。早

期西方汉学经历了一个“赋、比、兴”阶段，“赋”指关于中国的信息大量的介

绍铺陈；“比”指牵强比附中国与西方；“兴”指借助被美化的中国形象，表

达自己的宗教或世俗理想。传教士美化的中国形象成为哲学家启蒙批判的武器，

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

时候，他们运用中国的道德政治或开明君主典范。汉学被绞进启蒙文化的宗教之

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

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汉学成为西方

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汉学参与启蒙文化建设，最终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塑

造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回顾西方汉学的历史，是反思“汉学主义”问题的根

据。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

地理大发现启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大潮，启蒙主义者跟在冒险家者后面，在观

念中进行“知识扩张”，他们以培根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思想武

器，试图为整个世界各个民族构筑一个完整的图景，并将其置于一种理想的时

空框架中：世界的空间是二元的，分为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以地中海为界，东方

扩展到太平洋，西方扩展到美洲。世界的时间是三段式的，过去、现在、未来，以

线性历史的方式从过去发展到未来。正如旅行在时空交错中进行，观念中的世界

秩序也在交错的时空中进行。西方是自由民主、理性进步的，东方是奴役专制、愚

昧停滞的。

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可能从汉学等东方主义学科中获得 “正义

性”。在启蒙大叙事中，汉学界定的中国形象成为现代性的“他者”；中国是进

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在此汉

学已经不仅表述知识，而且表述权力。因为一旦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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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西

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就获得某种似是而非的“正义性”。

二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

虚构与想象，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指西方现代学科体制中东方学内对中

国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被假设为一门严肃严谨客观真实的科学，似乎无关于功

利与权力。但是，即使在汉学成为“科学”或“学科”时，汉学也难免意识形态

因素。狭义的汉学在西方现代性知识与权力的总体秩序确立之后作为一门学科出

现，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深奥冷僻的汉学有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汉学学

科的意义生产的原则、制度与基本假设。

首先是汉学研究的基本假设。经典汉学研究的是古代中国，纯粹文本中的中

国。这种学科假设的真正意义前提是，中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没有现实

性的国家，一种已经死去的文明。这种理论假设并不来自汉学本身，而来自黑格

尔的哲学或汤恩比的历史学之类的一般社会理论甚至庸俗社会进化论。我们在汉

学的理论前提与同时代的西方意识形态之间，可以发现某种相互指涉关系。

其次是汉学的学科体制。后现代主义质疑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汉学的知识合

法性自然也受到威胁。汉学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学科体制中，属于东方学。其所在

的社会科学体系六大学科的建制有时间向度也有空间向度，有地缘政治时空向

度也有永恒时空向度，划分这六大学科的时空向度不统一，暴露了隐藏在学科

体制中的意识形态或话语因素。解构汉学的基本假设与学科体制，揭示了狭义的

学科化的汉学的“隐性意识形态”，汉学主义的问题再次凸现出来。东方学学科

下的汉学研究中国的实际文化效果，不是接近中国，而是从文化时空中“疏

远”、排斥中国，为西方现代性“大叙事”提供“文化他者”的形象。

“中国研究”往往强调它与传统汉学的不同，一个研究死去的文本的中国，

一个研究活着的、现实的中国。这种研究假设否定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否则同

样研究中国的学术，为什么分为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而一旦否定了中国文明

的连续性，也就否定了中国文明的认同基础。中国拥有的现实性或者是虚幻的，

或者不属于中国。表面上看“中国研究”假设了中国的现实性，实际上却肯定了

传统汉学的假设。中国文明的确是一个死去的文明，传统汉学有其合法性，西方

冲击下经过革命后的中国，是另一个中国，需要另一门学问“中国研究”来对

付。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中国研究”则以美国为中心。在费正清的冲击-反
应模式下，现代中国不仅是另一个中国，而且是西化的中国。

西方学科化的、“隐性意识形态”的“汉学叙事”，一直延续到 20世纪的

“中国研究”。回顾西方汉学的历史，证明汉学作为一种西方塑造文化他者的话

语，本质上具有“汉学主义性”。如果将西方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学科阶段

学科化阶段、后学科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应出现的是汉学早期显性的意识形态

阶段、隐性的意识形态阶段与现代若隐若显的意识形态阶段。

三 

汉学究竟是知识还是想象？究竟是 “真理”还是 “神话”？究竟是一个

科学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西方的中国研究某一个时期出现想当然的

误解或虚构，尚可以就那段历史讨论那段历史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这种误解反

复出现，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所变化，但大多不外是些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的想

当然的虚构，那么，值得怀疑的就不是某一个时代西方汉学，而应该怀疑西方

汉学或中国研究这一学科或知识领域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或许汉学的所谓“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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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汉学更像是一种叙事，一种能动主动

地选择、表现、结构、生成意义的话语，其随意性并不指涉某种客观的现实，而是

在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下创造表现意义。

东方学既是一个学科，一个以地域划分的研究对象确定的奇怪的学科，又

超出一个学科的意义变成“主义”，成为西方“改造驯化”异域、认同自身文化

的话语策略或权力工具。汉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他者的话语，本质上具有“汉学

主义性”。如果将西方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学科阶段、学科化阶段、后学科阶

段。前学科阶段的汉学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尽管与殖民扩张没有直接联系，

但隐含在“发现”观念中的文化霸权，已经出现了，因为拥有关于异域的知识

的同时已经拥有了某种关于异域的权力。学科化阶段中汉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

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不易察觉，但后现代主义学科解构与东方主义理

论提供的分析模式，已经揭示了最纯粹的学术与最功利的殖民扩张之间的隐秘

的协调关系。“中国研究”出现，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一方面是汉学学科本身

反思性批判，一方面是更彻底的意识形态话语。汉学的汉学主义性，贯穿始终。

汉学的“汉学主义”性，贯穿汉学史始终。而且其知识合法性危机，不仅限

于西方汉学，还可能危及中国对西方汉学的译介研究的学术理念，甚至可能质

疑到中国学术的合法性问题。西学中的汉学在中国现代观念的起点上植入中国学

术，于是，中国不仅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政治经济的世界秩序，也进入了一

个西方中心的学术观念的世界秩序。这是 20世纪初的事。21世纪初，西学与汉学

再次成为中国的“显学”，在中国的“知识场域”中，由于缺乏学科批判意识

造成的“自我汉学化”与“学术殖民”，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紧迫的问题。

必须警惕汉学与汉学译介研究中的“汉学主义”！如果西方汉学是某种真

理的形式，那么中学西学的界限就没有意义了，可是，倘若作为西学的构成部

分的西方汉学，本身是一种体现着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那么，西方汉学与中

国国学就不仅有必要区分，还必须假设竞争、冲突、批判与超越。否则，一味译介

与接受西方汉学，就可能使中国学术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殖民工具。实际上

现代汉学主义是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汉学”正在塑造“国学”。学

科反省是必要的。“汉学主义”批判动摇了汉学的学术根基。现代学者的文化使

命，不仅要时刻保持一种文化批判意识，还必须有意识地为他所属的学术领域

提供合法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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